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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字化转型是推动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动力， 不断提升制造业行业出口

技术复杂度是加快建设制造业强国的重要抓手。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 ４９ 个国

家的网络就绪指数和这些国家 １５ 个制造业行业投入产出数据以及通过产品层面

计算得到的行业国际贸易数据， 构建了可用于国际比较的行业数字化转型指标。
运用国家、 行业、 时间多维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出口

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效应， 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 通过识别国家网络

就绪指数的门槛效应， 证明了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 如果一国网络就绪指数高于 ５􀆰 １４， 则提升效应会明显

加大； 分位数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 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

度较高的行业具有更大的正向提升效应； 行业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 该提升效应

仅存在于那些具有中高研发密度或资本密集型的行业； 通过区分同一行业内中间

品与最终品的结果显示， 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对中间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效应明显高于最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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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为了巩固本国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优势并进一步建立新的优势， 发达国

家纷纷强调大数据、 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等高端信息技术与平台在制造业领域的

应用 （何小钢等， ２０１９） ［１］。 ２０１１年美国开始实施 “先进制造伙伴关系” （ＡＭＰ）
计划， 旨在促使社会各界广泛投资信息技术、 纳米技术、 生物技术等能够驱动美国

竞争力提升并创造高品质制造业就业机会的新兴技术研发活动。 ２０１３ 年德国在汉

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提出 “工业 ４􀆰 ０” 的概念， 强调通过制造业技术和信息与通

信技术 （ＩＣＴ） 的融合， 维持并提升德国在制造业领域的既有优势， 并克服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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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不利影响， 从而使德国制造业能够在新工业

革命中占据一席之地 （黄群慧， ２０１５） ［２］。 近年来， 我国也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在

产业结构升级、 制造业强国建设方面的巨大推动作用， 并做出了重要部署。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国务院印发 《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党的十九大提出 “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确立了数据的生产要素地位。 各国政府对数

字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说明了数字化转型对于制造业技术升级的重大现实意义。
中国制造业正处于由大转强的攻坚时期， 要突破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 必须

从以模仿为主走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新路径， 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转换。
而凭借多样化的信息技术手段与商业模式， 数字经济正是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

动能。 同时， 互联网技术向制造业领域的渗透， 也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企业原有的

价值创造模式， 全球生产组织与分工体系有望再次重构， 小米的崛起与诺基亚的衰

落， 阿里巴巴与 ｅＢａｙ在平台经济领域的平分秋色表明，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数

字经济时代的全球竞争中也未必有完全的胜算 （吴义爽等， ２０１６） ［３］。 把握数字红

利， 走上制造业高端发展道路是中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 “变道超车” 的重大历

史机遇。
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 深入考察了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与其出口技术复

杂度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以下三个方面： （１） 有关 ＩＣＴ 与制造业转型

升级的实证研究， 国内学者多以微观企业为分析对象， 其中涉及一部分行业异质性

研究 （卢福财和金环， ２０２０［４］； 耿伟和杨晓亮， ２０１９［５］； 何小钢等， ２０１９； 沈国

兵和袁征宇， ２０２０［６］； 吕越等， ２０２０） ［７］ ）。 本文则以制造业行业为分析对象， 更

为深入地揭示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在其技术升级中的行业异质性规律。 同时，
考虑到 “数字鸿沟” 以及数字经济的网络效应， 本文将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

研究置于国际比较的框架内进行， 以探寻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数字经济

时代的全球生产体系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２） 已有文献在分析信息技术对

企业经营绩效、 研发创新绩效的影响时， 多以企业层面的互联网使用行为 （王
可和李连燕， ２０１８［８］ ； 卢福财和金环， ２０２０； 何小钢等， ２０１９） 或企业所在地

区的互联网发展水平 （黄群慧等， ２０１９） ［９］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则以制造业

行业数字化投入程度与所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乘项作为数字化转型的衡

量指标， 从而将数字经济的网络效应考虑在内， 更为全面、 准确地度量制造业行

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３） 赵涛等 （２０２０） ［１０］ 、 郭家堂和骆品亮 （２０１６） ［１１］证
实了数字经济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产业技术升级等过程中所存在的非线性特

征。 但是， 鲜有文献在全球 “数字鸿沟” 的背景下， 探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效果的差异化影响。 对此， 本文通过识别经济体网络就绪指数

的门槛效应， 分析制造业行业数字化投入在推动其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过程中的

非线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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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分析框架

（一） 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本逻辑

基于微观视角， 数字化转型可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提升供应链协同水平， 发

挥数据要素的生产率促进效应， 为研发创新提供更多支持。 互联网时代的巨型平台

促进了企业间横跨线上线下的合作， 使企业可以轻松获取外部要素资源， 放松了资

产专用性约束 （肖旭和戚聿东， ２０１９） ［１２］， 再加上网络营销渠道的快速普及， 企业

的交易成本趋于下降。 互联网技术的应用还增加了制造业企业与上下游参与者进行

信息沟通的能力与意愿， 加之数据采集、 存储、 传输技术的进步和算力的不断提

升， 企业得以获取并分析海量半结构化、 非结构化产品运行数据， 经营重心开始由

供给端向需求端转移， 敏捷的供应链反应能力与高协同性成为可能。 此外， 数据与

劳动、 技术和管理要素等相结合， 使其具备了现实生产要素特征， 作为生产要素的

数据， 既可以提升企业运行体系中原有要素的价值转化效率， 同时又能通过内部加

工过程实现自身价值创造 （谢康等， ２０２０） ［１３］。
基于数字化转型的上述优势， 企业可以将更多的人力、 财力、 物力集中在研发

创新环节。 首先， 企业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增加了自身知识存量， 为创新做好了充分

的知识积累， 同时， 互联网还加速了知识在企业内部的扩散， 知识向创新成果的转

化效率得以提升 （王可和李连燕， ２０１８）； 其次， 较高的供应链协同度能够将消费

者纳入产品设计、 研发环节， 在增强用户粘性的同时， 便于企业掌握更多有关消费

者需求的信息， 甚至通过与消费者的紧密互动直击市场痛点与热点， 提高研发效

率； 最后， 实体经济与网络虚拟经济间的正向反馈循环有助于强化互联网对于实体

企业生产效率、 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 大量经验研究结果表明， 企业进行互

联网转型显著提升了自身的研发创新能力 （王可和李连燕， ２０１８； 卢福财和金环，
２０２０； 顾国达等， ２０１７［１４］； 黄群慧等， ２０１９； Ｂｅｒｔｓｃｈｅ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１５］ ）， 相较于

成本领先战略， 技术创新是信息技术帮助企业实现产品升级、 掌握竞争优势更为关

键的中间变量 （卢福财和金环， ２０２０）。
基于行业视角， 互联网的正外部性与创新的示范效应有利于形成行业创新氛

围， 而且， 数字经济时代不断强化的市场竞争机制也会倒逼创新并优化资源配置，
从而推动产业升级。 作为信息、 知识高效传递与交流的平台， 互联网使创新主体的

思路与成果实现最大程度的分享与碰撞， 而网络外部性的存在又使任一节点的创新

收益与边界都得到极大扩张。 而且， 制造业企业更为普遍地采用互联网技术反过来

也会推动信息技术行业的不断创新， 从而在互联网技术创新与制造业产品创新间形

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 （王可和李连燕， ２０１８）。 数字经济时

代， 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使企业很难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 一方面， 互联网为企业

提供了更高质量和更透明的信息， 这些信息结合数字化连接， 极大地淡化了产业边

界、 降低了行业进入壁垒、 加快了要素流通， 使高效率的资源向高效率的行业集

中， 传统行业出现了大量跨界竞争者， 在位企业的市场地位面临被颠覆的可能， 在

位优势的丧失会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最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肖旭和戚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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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另一方面， 先进的信息技术增强了新兴企业的学习、 模仿能力， 为维持自

身市场地位， 企业必须在技术和管理模式层面进行不间断的更新， 即行业内竞争程

度的提升进一步优化了资源配置效果 （踪家峰和周亮， ２０１３） ［１６］。 在数字经济时

代， 资源配置拥有了一双 “看得见的手” （裴长洪等， ２０１８） ［１７］， “看得见的手”
打破了传统在位企业的垄断优势。 小企业一旦建立起自己的数据储备并为此提供充

足资金， 便有机会在竞争中击败规模更大、 数据效率更低的企业 （Ｆａｒｂｏｏｄ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１８］。 但是， 对于具有较强数据管理能力的企业而言， 竞争优势与规模经济优

势反而更为显著 （李唐等， ２０２０） ［１９］。
综上所述， 制造业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其技术升级， 并且， 这一促进效

应更有可能发生在研发密度较高的制造业行业。
（二） 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网络效应

宏观层面， Ｄｅｗａｎ和 Ｋｒａｅｍｅｒ （２０００） ［２０］依据 ３６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
ＩＣＴ投资对发达国家生产率的影响显著， 对发展中国家则不然； 微观层面， 以大数

据为例， ６０％以上企业的大数据项目因无法跨越实验与融合阶段而被最终放弃 （谢
康等， ２０２０）。 可见， 尽管大量研究已证实了大数据在企业生产运营中的潜在好

处， 但不少企业仍无法因其提高创新绩效 （Ｗ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２１］。 是什么因素导致

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差异以及异质性企业的不同表现？ 国家间电信与信息

化水平的显著差距催生了 “数字鸿沟”， 而 “数字鸿沟” 在网络效应的作用下， 极

有可能演变为国家间非平衡发展的重要来源。 何谓网络效应？ 梅特卡夫定律 （Ｍｅｔ⁃
ｃａｌｆｅ Ｌａｗ） 认为网络的价值随着用户数量的平方速度增长。 而且， 互联网的聚合行

为还会令市场产生自我放大机制， 例如， 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聚合

起海量用户， 从而引发巨大的市场效应 （江小涓， ２０１７） ［２２］。
本文从大数据需求预测的角度来分析数字经济的网络效应。 首先， 在数据体量

的层面， 消费终端数量与现存数据空间规模间存在正向反馈关系， 即累积性自组织

式互动机制， 而且存在于消费者之间的社群连带关系等因素还会令消费者显示信息

和生产者收集、 处理信息的成本在长期动态意义上趋于降低 （吴义爽等， ２０１６）；
其次， 在数据来源与维度的层面， 多源数据有助于降低处理结果误差， 多维数据有

助于扩大分析视角， 数据价值因此得到更有效的发挥 （肖旭和戚聿东， ２０１９）。 此

外， 根据社交网络上的用户数据分析顾客的网络效应， 不仅便于企业洞察消费者需

求、 发现商机， 同时还为企业创造需求、 引导需求提供了新的工具， 从而为新的商

务模式的出现创造可能性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２３］。
接着从企业竞争的角度来分析数字经济的网络效应。 不同于供给方规模经济，

网络经济不会因为规模扩大所引致的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和管理难度上升而出现规模

不经济， 反倒是接入平台的用户数量越多， 平台的价值则越高， 并呈非线性增长趋

势 （裴长洪等， ２０１８）。 换言之，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追求的规模经济， 是以扩大网

络用户规模为前提的 （李晓华， ２０１９） ［２４］。 Ｄｕｎｎｅｗｉｊｋ 和 Ｈｕｌｔéｎ （２００７） ［２５］发现使

用互联网的企业数量增加后， 互联网加速了信息和技术在更广范围内的传播和扩

散， 进而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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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的网络效应与上述消费互联网情境下的网络效应既有共性又有差

异。 首先， 工业互联网能否做大做强， 关键在于是否可以吸引到足以触发平台自我

增长机制的企业用户数量， 从而形成平台发展的良性循环 （李燕， ２０１９） ［２６］。 其

次， 工业互联网还对企业用户自身的资源要素支撑保障能力有一定要求， 对于中小

企业或广大发展中经济体的企业而言， 通过工业互联网实现绩效增长的门槛高于消

费互联网。 另外， 全社会的 ＩＣＴ 基础设施也是触发工业互联网网络效应的必要条

件， ＩＣＴ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令市场和技术信息更透明、 知识扩散的速度更快， 创

新的示范效应与竞争效应因此得以强化， 而企业间更为广泛、 深入的社会网络连接

也增加了全社会创新交汇发生的数量与速度。 可见， 在数字经济发展相对领先的国

家， 制造业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其技术升级的提升效应更大。

三、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一） 关键指标度量

本文在选取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时， 将衡量出口获益能力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考虑在内， 以反映不同国家在全球化生产网络下的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 不同于大多

数学者将企业或地区设定为研究对象， 本文旨在探索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出口

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等 （２００７） ［２７］在成本发现模型基础上提出的产品出口

技术复杂度指数是相关领域国内外学者采用较多的指标。 然而， 对该指数的计算并未

考虑经济体间的垂直化专业分工， 即未剔除出口品中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技术含

量 （刘琳和盛斌， ２０１７） ［２８］， 这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时代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姚洋和张

晔 （２００８） ［２９］基于中国的投入产出技术数据， 考虑产品生产过程中投入品的技术含量

及其投入比例， 得出了经中间投入与进口调整的产品复合技术含量。 但是在本文的研

究框架下， 单国的投入产出技术数据不便于展开跨国比较， 对此， 借鉴苏庆义

（２０１６） ［３０］构建经济体分工地位指数的思路， 计算经国内附加值率调整的制造业行

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综合反映行业的技术属性与增加值属性， 公式如下：

Ｐｒｏｄｙｋｔ ＝
ｘｉｋｔ ／ Ｘ ｉｔ

∑
ｉ
ｘｉｋｔ ／ Ｘ ｉｔ

·Ｙｉｔ （１）

Ｐｒｏｄｙ＿ ｉｎｄｉｊｔ ＝∑
ｋ∈ｉｎｄ

ｘｉｋｔ

Ｘ ｉｊｔ
·Ｐｒｏｄｙｋｔ （２）

ＡＰｒｏｄｙ＿ ｉｎｄｉｊｔ ＝ Ｐｒｏｄｙ＿ ｉｎｄｉｊｔ·Ｄｖａｓｈｉｊｔ （３）
其中， ｘｉｋｔ 是 ｉ 国 ｋ 产品 ｔ 年的出口额， Ｘ ｉｔ 是 ｉ 国 ｔ 年的总出口额， Ｙｉｔ 是 ｉ 国 ｔ 年

的人均 ＧＤＰ， Ｐｒｏｄｙｋｔ 是 ｔ 年 ｋ 产品的技术复杂度； Ｐｒｏｄｙｋｔ 以 ｋ 产品 ｔ 年在 ｉ 国所属行

业的出口比例为权重， 加总得到整个行业的技术复杂度 Ｐｒｏｄｙ＿ ｉｎｄｉｊｔ ， 反映行业的

技术属性； Ｄｖａｓｈｉｊｔ 是 ｉ 国 ｊ 行业 ｔ 年的国内附加值率， 反映行业的增加值属性；
ＡＰｒｏｄｙ＿ ｉｎｄｉｊｔ 则是 ｉ 国 ｊ 行业 ｔ 年的经国内附加值率调整的出口技术复杂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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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简洁起见， 后文将 “经国内附加值率调整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表述为 “出口技术复杂度”。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是企业自身所投入的数字化产

品或服务。 投入的数字技术手段越多， 购买的信息技术服务越多， 对数字经济时代

新型商业模式的使用越充分， 企业的生产运营效率与创新效率就越高。 而在行业层

面， 被数字技术强化的市场竞争机制， 通过资源配置为行业筛选出最具竞争力的企

业与产品， 并对所有市场主体施加倒逼其研发创新的压力， 从而促使整个行业的产

品技术复杂度与附加值率提升。 本文基于投入产出数据， 计算各个经济体、 各个制造

业行业在计算机、 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 通讯， ＩＴ 与其他信息服务业三个行业

的中间投入之和占其总中间投入的比重， 以此作为行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投入程度

（Ｉｎｐｕｔ）。 二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网络效应表明， 企业所处环境的 ＩＣＴ 基础设

施水平、 平台企业的用户规模以及政府的信息化水平等都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

施效果。 为最大限度反映数字经济发展的实际含义， 有效捕捉数字经济的内核与外

延， 本文选取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网络就绪指数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ＮＲＩ）。
ＮＲＩ总体的测算框架由三级指标构成， 在动力机制方面， 由信息化就绪程度、 使用状

况与外部环境共同构成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并在此基础上对整体的经济社会运

行产生影响。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的构造方式如下：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ｊｔ ＝ Ｉｎｐｕｔｉｊｔ·Ｎｒｉｉｔ （４）

Ｉｎｐｕｔｉｊｔ 是 ｉ 国 ｊ 行业 ｔ 年的数字化投入程度， Ｎｒｉｉｔ 是 ｉ 国 ｔ 年的网络就绪指数，
表示 ｉ 国 ｔ 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二） 模型设定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考虑到本文采用的是基于国家、 行业、 年份三个维度的数据， 为了降低遗漏变

量所导致的估计偏误， 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采用多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具体

形式如下：
ＡＰｒｏｄｙ＿ ｉｎｄｉｊｔ ＝ β·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ｊｔ ＋ 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ｔ ＋ μｉ ＋ ν ｊ ＋ δｔ ＋ εｉｊｔ （５）

其中， ＡＰｒｏｄｙ＿ ｉｎｄｉｊｔ 表示 ｉ 国 ｊ 行业 ｔ 年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ｊｔ 表示 ｉ 国 ｊ
行业 ｔ 年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Ｃｏｎｔｒｏｌｔ 是控制变量集合， 包括 Ｓｉｚｅｉｊｔ 、 Ｌａｂｏｒｉｊｔ 、
Ｃｅｎｔｒ ｊｔ ， 分别代表 ｉ 国 ｊ 行业 ｔ 年的行业规模 （以出口行业就业人数衡量）、 行业劳

动力成本 （以出口行业劳动力价值补偿数据衡量）， ｊ 行业 ｔ 年的出口市场集中度

（以行业出口市场 ＨＨＩ 指数衡量）， μｉ 、 ν ｊ 、 δｔ 分别指国家、 行业、 时间固定效应，
εｉｊｔ 为随机误差项。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 ＣＥＰＩＩ ＢＡＣＩ数据库、 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 ＯＥＣＤ ＳＴＡＮ
数据库、 ＯＥＣＤ ＴｉＶＡ数据库①。 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 含 ４９个国家②的 １５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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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ＥＰＩＩ ＢＡＣＩ数据库的国际贸易统计基于 ＨＳ２００２ 产品编码体系， 而 ＯＥＣＤ ＳＴＡＮ 数据库与 ＯＥＣＤ ＴｉＶＡ
数据库提供的各项数据基于 ＩＳＩＣ Ｒｅｖ４行业分类标准， ＨＳ２００２与 ＩＳＩＣ Ｒｅｖ４的具体匹配方式可登录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学术刊物编辑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４９个国家包括： 澳大利亚、 奥地利、 比利时、 保加利亚、 巴西、 加拿大、 瑞士、 智利、 中国、 哥伦比

亚、 哥斯达黎加、 塞浦路斯、 捷克、 德国、 丹麦、 西班牙、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英国、 希腊、 克罗地

亚、 匈牙利、 印度尼西亚、 印度、 爱尔兰、 冰岛、 以色列、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立陶宛、 拉脱维亚、 墨西

哥、 马耳他、 荷兰、 挪威、 新西兰、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

亚、 瑞典、 土耳其、 美国、 南非。



制造业行业。 在平衡面板样本下， 对所有变量取值做上下 １％的缩尾处理。 为控制

异方差， 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行业规模、 行业劳动力成本均采用取对数形式。 描

述性统计见表 １， 制造业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在样本期内的变化如图 １所示。

表 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行业数字化投入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ｎｄ ０􀆰 ０１９４ ０􀆰 ０１８４ ０􀆰 ０００７ ０􀆰 １１０１

行业数字化转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０９２９ ０􀆰 ０９０６ ０􀆰 ００２７ ０􀆰 ５３４７

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ＡＰｒｏｄｙ＿ｉｎｄ ９􀆰 ７４６５ ０􀆰 ３０３２ ８􀆰 ５００９ １０􀆰 ３０２５

行业内中间品出口技术复杂度 ＡＰｒｏｄｙ＿ｉｎｄ＿ｉｎｔ ９􀆰 ７９５０ ０􀆰 ３５６４ ８􀆰 ４９０２ １０􀆰 ４５６１

行业内最终品出口技术复杂度 ＡＰｒｏｄｙ＿ｉｎｄ＿ｆｎｌ ９􀆰 ７３７８ ０􀆰 ３０８９ ８􀆰 ４１３４ １０􀆰 ２９６７

行业出口市场集中度 Ｃｅｎｔｒ ０􀆰 ０７０６ ０􀆰 ０３０１ ０􀆰 ０３１７ ０􀆰 １５８１

行业规模 Ｓｉｚｅ ３􀆰 ８８６３ ２􀆰 ０２５５ －１􀆰 ２０４０ ９􀆰 １３８６

行业劳动力成本 Ｌａｂｏｒ ３􀆰 ３８８０ ０􀆰 ７１９４ １􀆰 ２１８９ ５􀆰 ０７２１

图 １　 制造业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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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Ｃ１０－Ｃ１２： 食品的制造、 饮料的制造、 烟草制品的制造， Ｃ１３－Ｃ１５： 纺织品的制造、 服装的制造、 皮革

和相关产品的制造， Ｃ１６： 木 材、 木材制品及软木制品的制造 （家具除外）、 草编制品及编织材料物品的制

造， Ｃ１７－Ｃ１８： 纸和纸制品的制 造、 记录媒介物的印制及复制， Ｃ１９： 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的制造， Ｃ２０－
Ｃ２１： 化学品及化学制品的制造、 基本医药产品和医药制剂的制造， Ｃ２２： 橡胶和塑料制品的制造， Ｃ２３： 其

他非金属矿物制品的制造， Ｃ２４： 基本金属的制造， Ｃ２５： 金属制品的制造但机械设备除外， Ｃ２７： 电力设备的

制造， Ｃ２８： 未另分类的机械 和设备的制造， Ｃ２９： 汽车、 挂车和半挂车的制造， Ｃ３０： 其他运输设备的制

造， Ｃ３１－Ｃ３３： 家具的制造、 其他制造业、 机械和设备的修理和安装。



四、 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实证检验

（一） 基准回归

表 ２证实了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正向提升效应。 如第

（４） 列所示， 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 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每增加一个单

位， 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应提升 ０􀆰 １３２７％。
制造业行业规模的扩大显著带动了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行业规模越大，

该行业内的市场竞争主体也就越多。 一方面， 行业内部的竞争效应倒逼企业不断加

大研发投入； 另一方面， 根据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的成本发现模型， 从事成本发现的企业数

量的增加， 也会提高经济系统接近生产前沿的可能性。
制造业行业劳动力成本与其技术升级间的关系尚不明确。 较低的劳动力成本降

低了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 进而为研发创新提供了更大的资金空间， 并且对发展中

国家而言， 廉价劳动力还有助于其融入全球价值链， 吸收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扩

散。 但是， 高素质劳动力也是开展技术研发的先决条件， 而此类群体的雇佣成本往

往也相对较高。 本文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证实了第二种可能性。
出口市场集中度对制造业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明显的正向提升效应。 当市

场仍处在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状态时， 行业集中度的适当提升有助于提高市场竞争

主体的研发积极性， 进而更有可能带动行业的技术升级。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１４４０∗∗∗ ０􀆰 １４９５∗∗∗ ０􀆰 １３１０∗∗∗ ０􀆰 １３２７∗∗∗
（０􀆰 ０３９２） （０􀆰 ０３８８） （０􀆰 ０３８７） （０􀆰 ０３８５）

Ｓｉｚｅ ０􀆰 ０２５６∗∗∗ ０􀆰 ０３３５∗∗∗ ０􀆰 ０３３６∗∗∗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５２）

Ｌａｂｏｒ ０􀆰 ０５６７∗∗∗ ０􀆰 ０５６５∗∗∗
（０􀆰 ０１１９） （０􀆰 ０１１９）

Ｃｅｎｔｒ １􀆰 ６８３０∗∗∗
（０􀆰 ６１４６）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６４８ ０􀆰 ６５１ ０􀆰 ６５４ ０􀆰 ６５５
Ｎ ５ ５８４ ５ ５８４ ５ ５８４ ５ ５８４

注：∗∗∗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二） 稳健性检验

排除网络效应的因素， 本文考察了制造业行业自身在数字化建设方面的投入对

其技术升级的影响。 如表 ３ 的第 （１） 列所示， 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 制造业行

业数字化投入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正向提升效应。 尽管网络效应放大了制造业

行业数字化投入推动其技术升级的成效， 但是对于一些数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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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经济体， 通过增加制造业行业数字化投入实现转型升级的机会依然存在。
替换样本与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表 ３ 第 （２） 列汇报了对占比较高的高收入及

中高收入经济体子样本①单独进行回归的结果， 第 （３） — （５） 列汇报了固定效

应 （ＦＥ）、 随机效应 （ＲＥ）、 混合最小二乘 （ＰＯＬＳ） 估计下的结果。 以上稳健性

回归均证实了基本结论的可靠性。

表 ３　 稳健性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替换 Ｘ 替换样本 ＦＥ ＲＥ ＰＯＬ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１５８８∗∗∗ ０􀆰 １１６６∗∗ ０􀆰 １６８４∗∗∗ 　 ０􀆰 １３２７∗∗∗
（０􀆰 ０３８８） （０􀆰 ０５０４） （０􀆰 ０５０９） （０􀆰 ０３８５）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ｎｄ ０􀆰 ６２１０∗∗∗
（０􀆰 １８３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６５５ ０􀆰 ６５７ ０􀆰 １７２ ／ ０􀆰 ６５５
Ｎ ５ ５８４ ５ ３５２ ５ ５８４ ５ ５８４ ５ ５８４

注：∗∗、∗∗∗表示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此外， 本文还区分了 ＮＲＩ 四个分指数， 分析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出口

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 为确保指数的跨时可比性， ＮＲＩ 的测算框架始终保持稳

定， 但为了更加确切地反映科技领域的动态趋势并及时捕捉数字经济发展的最新模

式， 每年都会在过去年份的基础上进行细化层面的微调②。 表 ４ 的结果在证实基本

结论稳健性的同时也表明， 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网络效应，
ＩＣＴ基础设施建设、 技术运行环境、 使用者技能、 综合社会影响等任何一个维度的

提升， 都不容忽视。

表 ４　 ＮＲＩ分指数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环境 就绪 使用 影响

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ｕｂｉｎｄｅｘ ０􀆰 １２４９∗∗ ０􀆰 １０６７∗∗ ０􀆰 １２２２∗∗ ０􀆰 １３３２∗∗

（０􀆰 ０５３６） （０􀆰 ０４６９） （０􀆰 ０５５９） （０􀆰 ０５８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６５４ ０􀆰 ６５４ ０􀆰 ６５４ ０􀆰 ６５４
Ｎ ３ ４９０ ３ ４９０ ３ ４９０ ３ ４９０

注：∗∗表示 ５％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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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内生性分析

考虑到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借鉴李唐等 （２０２０） 构造企业数据管理能力

工具变量与铁瑛和何欢浪 （２０１８） ［３１］构造城市服务业发展工具变量的做法， 引入

Ｌｅｗｂｅｌ （１９９７） ［３２］的工具变量构造方法———采用同一年度内每个国家每个制造业行

业数字化转型与该年度该制造业行业全球平均数字化转型离差的三次方作为工具变

量， 对模型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估计。 表 ５ 第 （１） 列汇报了 Ｌｅｗｂｅｌ
ＩＶ的 ２ＳＬＳ结果， 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与基准模型保

持一致， 且 Ｃ－Ｄ Ｗａｌｄ Ｆ、 Ｋ－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检验结果证明了 Ｌｅｗｂｅｌ ＩＶ并非弱工具变

量①。 而表 ５第 （２） — （４） 列则汇报了 Ｌｅｗｂｅｌ ＩＶ的外生性检验结果。 首先， 借鉴

李唐等 （２０２０） 的做法将 Ｌｅｗｂｅｌ ＩＶ加入基准计量模型进行回归， 第 （２） 列的回归

结果表明 Ｌｅｗｂｅｌ ＩＶ满足工具变量的排他性约束要求， 换言之， 该变量除通过影响制

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而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作用外， 并不存在影响出口技术复杂

度的其他路径； 其次， 参考 Ａｎｇｒｉｓｔ （１９９０） ［３３］、 Ｎｕｎｎ 和 Ｗａｎｔｃｈｅｋｏｎ （２０１１） ［３４］的做

法， 通过证伪机制来验证工具变量的外生性。 样本中一些国家的部分制造业行业数字

化转型程度极低， 如果 Ｌｅｗｂｅｌ ＩＶ仅通过数字化转型这一渠道影响制造业行业的出口

技术复杂度， 那么， 当某经济体某个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维持在很低的水平

时， 其自身对于外部数字化转型实践的敏感性相应也很低， 因而 Ｌｅｗｂｅｌ ＩＶ与出口技

术复杂度便不存在相关关系。 表 ５第 （３） — （４） 列分别报告了数字化转型程度在

ｑ１０以下、 以上子样本的回归结果， 很显然， Ｌｅｗｂｅｌ ＩＶ的系数在 ｑ１０以下子样本中并

不显著， 而在 ｑ１０以上子样本中显著为正， 此结果进一步表明了 Ｌｅｗｂｅｌ ＩＶ的外生性。

表 ５　 内生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２ＳＬ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ｑ （１０） Ｄｉｇｉｔａｌ⫺ｑ （１０）

Ｌｅｗｂｅｌ ＩＶ
－１􀆰 ０７３６ －２０６􀆰 ６３３９ １􀆰 ５０９７∗∗∗

（１􀆰 ００３９） （１３０􀆰 ３４６６） （０􀆰 ５３１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１０３０∗∗∗ ０􀆰 １７７５∗∗∗

（０􀆰 ０３８９） （０􀆰 ０６５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６５５ ０􀆰 ６５５ ０􀆰 ７８６ ０􀆰 ６９３
Ｎ ５ ５８４ ５ ５８４ ５５６ ５ ０２６

注：∗∗∗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此外， 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 将解释变量滞后一阶作为代理变量进行回

归， 并将解释变量的滞后一阶作为工具变量进行 ２ＳＬＳ 回归。 最后， 还参照耿伟和

杨晓亮 （２０１９） 的处理， 在控制不同维度固定效应的同时， 加入了对交叉固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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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控制， 以缓解由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以上结果均证实了基本结论的

可靠性①。

五、 门槛效应与异质性分析

（一） 门槛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数字经济网络效应对制造业行业技术升级的影响， 并探究制造业

行业的数字化投入在推动其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过程中的非线性效应， 本文采用面

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检验， 具体形式如下：
ＡＰｒｏｄｙ＿ｉｎｄｉｊｔ ＝φ０＋φ１·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ｎｄｉｊｔ·Ｉ（Ｎｒｉ≤θ）＋φ２·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ｎｄｉｊｔ·Ｉ（Ｎｒｉ＞θ）

＋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ｔ＋μｉ＋ν ｊ＋δｔ＋εｉｊｔ 　 　 　 　 　 　 　 　 （６）
其中， ＮＲＩ 为制造业行业数字化投入的门槛变量， Ｉ （􀆰 ） 为取值 １ 或 ０ 的指示

函数， 满足括号内条件则取 １， 反之取 ０。
表 ６第 （１）、 （３） 列与第 （２）、 （４） 列分别汇报了单门槛和双门槛下的结

果， 其中第 （２）、 （４） 列为稳健标准误结果。 无论是否采取稳健标准误形式， 单一

门槛检验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不存在门槛 （线性模型） 的原假设， 而双门

槛检验的 Ｐ 值均大于 １０％， 接受单一门槛的原假设。 因此， 制造业行业数字化投入

与其出口技术复杂度间的非线性关系表现为单一门槛形式。 如第 （３） 列所示， 制

表 ６　 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ｎｄ： （Ｔｈ⫹ｑ） ０􀆰 ３９７９∗∗ ０􀆰 ３９７９∗

（０􀆰 １６６４） （０􀆰 ２３５６）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ｎｄ： （Ｔｈ＞ｑ） １􀆰 １５２９∗∗∗ １􀆰 １５２９∗∗∗

（０􀆰 ２０６５） （０􀆰 ２４０７）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ｎｄ： （Ｔｈ⫹ｑ１） ０􀆰 ８１８７∗∗∗ ０􀆰 ８１８７∗∗∗

（０􀆰 ２２９１） （０􀆰 ２７０９）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ｎｄ： （ｑ１＜Ｔｈ⫹ｑ２） ０􀆰 ３３７６∗∗ ０􀆰 ３３７６
（０􀆰 １６７８） （０􀆰 ２３９７）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ｎｄ： （Ｔｈ＞ｑ２） １􀆰 ０７３４∗∗∗ １􀆰 ０７３４∗∗∗

（０􀆰 ２０８５） （０􀆰 ２４５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单门槛检验
５􀆰 １４００ ５􀆰 １４００ ５􀆰 １４００ ５􀆰 １４００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３３］

双门槛检验
３􀆰 ９４００ ３􀆰 ９４００
［０􀆰 ４４００］ ［０􀆰 ４４００］

Ｒ２ ０􀆰 １７６ ０􀆰 １７８ ０􀆰 １７６ ０􀆰 １７８
Ｎ ５ ５８４ ５ ５８４ ５ ５８４ ５ ５８４

注： 方括号内数值为 Ｐ 值， 是采用 “自抽样法”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反复抽样 ３００ 次得到的结果；∗、∗∗和∗∗∗分别表
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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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行业的数字化投入每提高一个单位， 如果所在经济体的 ＮＲＩ 低于 ５􀆰 １４， 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 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应提升 ０􀆰 ３９７９％， 而如果 ＮＲＩ 高于

５􀆰 １４， 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 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则相应提升 １􀆰 １５２９％， 即后者

的影响是前者的 ２􀆰 ９倍。 这一结果进一步印证了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出口技

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着由数字经济网络效应所产生的调节效应。
随着 ＩＣＴ的迭代式演进，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技术升级的潜力还将进一步释

放。 而网络效应叠加 “数字鸿沟”， 则极有可能演变为国家间非平衡发展的重要来

源。 上述结果表明， 尽管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发展中国家， 数字化转型仍

为其制造业的技术升级带来了重大机遇， 但是， 数字经济网络效应的非线性影响特

征意味着如果当前的 “数字鸿沟” 未能加以弥合，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制造

业技术差距将不存在收敛的可能。
（二） 分位数回归

本文通过分位数回归考察了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对不同技术复杂度行业的异

质性影响。 如表 ７所示， 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随着分位数 ｑ的增加而增加， 当

ｑ＝ ０􀆰 ２５时， 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无显著影响。 一方面， 相

较于低技术复杂度行业， 高技术复杂度的制造业行业往往以较高的劳动力素质、 资

本密集度、 研发密度等为特征， 数字化转型与高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效应、 与普通资

本的替代效应、 对创新活动的激励效应均得到了充分发挥； 另一方面， 在当今的全

球生产格局下， 高技术复杂度的制造业行业集中分布在发达经济体， 低技术复杂度

的制造业行业则广泛布局在发展中经济体。 因此， 行业自身特性与经济体间的网络

效应差异共同导致了不同技术复杂度的制造业行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异质性表现。

表 ７　 分位数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ｑ２５ ｑ５０ ｑ７５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０９６５ ０􀆰 １１６１∗∗ ０􀆰 １３７１∗∗
（０􀆰 ０８８３） （０􀆰 ０５６２） （０􀆰 ０６０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Ｎ ５ ５８４ ５ ５８４ ５ ５８４

注：∗∗表示 ５％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三） 异质性分析

研发创新是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机制。 本文借

鉴 《ＯＥＣＤ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的分类方式，
根据研发密度将行业分成三类①， 表 ８ 第 （１） － （３） 列汇报了相应的结果， 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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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仅存在于那些具有中高研发密

度的行业。
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也因行业的要素密集形

式而异。 参照韩燕和钱春海 （２００８） ［３５］、 赵文军和于津平 （２０１２） ［３６］的分类方式，
将样本范围内的 １５个制造业行业区分为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两个类别①。 如

表 ８第 （４）、 （５） 列所示， 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资本密集型行业的

出口技术复杂度， 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却收效甚微。 数字化转型与普通资本的替代效

应、 与高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效应或许是导致这一行业异质性的原因， 一方面， ＩＣＴ
资本替代效应的发挥基于一个关键前提———ＩＣＴ 资本深化程度， 只有当企业或行业

层面的 ＩＣＴ资本积累到一定规模， 才有可能触发替代效应， 相较于劳动密集型行

业， 资本密集型行业存在着大量可被 ＩＣＴ资本所替代的机器设备； 另一方面， 数字

化转型为生产运营赋能的一个重要机制在于 ＩＣＴ替代劳动力完成了更多的程序化任

务， 从而使之有更多精力专注于非程序化任务并基于新的流程和组织模式产生协同

创新 （Ｋｒｕｅｇｅｒ ａｎｄ Ｋｕｍａｒ， ２００４） ［３７］。 因此， 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的资本密集型行

业也更易于获取 ＩＣＴ劳动力互补效应所带来的好处。

表 ８　 行业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中高研发 中研发 低研发 资本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中间品 最终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１８１５∗∗∗ ０􀆰 ０４５４ ０􀆰 １８９３ 　 ０􀆰 ２５９１∗∗∗ ０􀆰 １２２９ ０􀆰 １９１６∗∗∗ 　 ０􀆰 １１１２∗∗∗

（０􀆰 ０４３５） （０􀆰 １１１３） （０􀆰 １３８４） （０􀆰 ０４７８） （０􀆰 ０８６４） （０􀆰 ０４０７） （０􀆰 ０４０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６３２ ０􀆰 ７４７ ０􀆰 ６６１ ０􀆰 ６６８ ０􀆰 ７６１ ０􀆰 ６５７ ０􀆰 ６４３
Ｎ １ ９５２ １ ３７６ ２ ２５６ ３ ３０４ ２ ２８０ ５ ５８４ ５ ５８４

注：∗∗∗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本文接着考察在不同类别产品口径下， 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出口技术复

杂度的提升效应。 全球化生产网络的发展演进促使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

资源， 中国、 印度等凭借廉价劳动力优势与市场规模优势较多地参与了产品制造的

加工装配环节， 而渗透了更多研发密度并包含更多附加值的中间品， 比如芯片， 则

主要来自发达经济体。 在此背景下， 本文区分中间品与最终品， 考察制造业行业的

数字化转型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 如表 ８ 第 （６）、 （７） 列所示， 中间

品类别下的提升效应大约是最终品的 １􀆰 ７倍。 可见， 数字化转型为中国在基础工业

领域内补足短板、 在高科技领域内开展技术攻关提供了重要机遇， 而且， 在当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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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本密集型行业包括 Ｃ１９、 Ｃ２０－Ｃ２１、 Ｃ２２、 Ｃ２４、 Ｃ２７、 Ｃ２８、 Ｃ２９、 Ｃ３０、 Ｃ３１－Ｃ３３； 劳动力密集型行

业包括 Ｃ１０－Ｃ１２、 Ｃ１３－Ｃ１５、 Ｃ１６、 Ｃ１７－Ｃ１８、 Ｃ２３、 Ｃ２５。



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新冠疫情冲击的背景下， 数字化转型也是实现产业链本地

化、 加强产业链控制力的一条重要路径。

六、 结论与启示

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了其出口技术复杂度， 数字技术的迭代式演进令互

联网时代的发展重心逐渐由消费端向供给端转移， “工业 ４􀆰 ０” 时代正在缓缓拉开

帷幕， 工业互联网也正在悄然重塑着全球化生产网络。 这一趋势于中国制造业而

言， 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 高效、 完善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搭建， 对传感器、 数

据存储设施以及数据分析能力等都有更高的要求， 而这些都是近些年才兴起的数

字技术与设备， 成本高昂且进步空间巨大， 加之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初始阶段，
往往要经历漫长的周期才能实现利润增长甚至盈亏平衡， 通过工业互联网实现绩

效增长的门槛远高于消费互联网。 此外， 同一行业内部的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

的巨大差异也制约了数据要素在产业链上下游间的流动和分享， 供应链的协同与

集中缺乏必要的实现条件。 我国要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 必须充分挖掘数字

化转型所蕴含的潜能， 面对种种挑战， 政府与企业都应迎难而上， 破除工业互联

网发展的阻力。 对于企业而言， 应积极拥抱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平台， 将数字技术

与实际生产场景有机结合， 实现数字化转型重心由消费端策略向供给端策略的转

移。 政府则应在税收、 补贴、 土地等方面出台相应优惠政策， 缓解制造业企业在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成本压力， 并且注重为互联网企业与制造业企业搭建交

流、 融合的平台， 让制造业企业充分享受信息技术行业的技术溢出。
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不但取决于企业、 行

业层面的数字化建设， 宏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数字经济的网络效应决定了制造业行业数字化投入在其技术升级的过程中存在非

线性特征。 受益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所衍生的信息要素与市场规模， 加之政府的大

力支持， 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 但是， 在工业互联网领域，
中国却尚未取得优势。 放眼全球， 包括美国、 德国等在内的制造强国， 其工业互

联网平台建设已具备一定的先发优势， 扎实的工业基础、 先进的工业软件研发能

力、 前瞻性的战略布局等都是先发优势的重要来源， 而这些也恰恰是中国在现阶

段所亟需补足的短板。 对此， 在 “新基建” 浪潮下， 应继续加大对 ＩＣＴ 基础设

施建设的投资， 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创造良好的外部生态， 并且， 在工业领域注

重补短板、 强弱项、 固优势， 令数字经济的网络效应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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